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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能源效率内生化一直是能源回弹效应研究领域拓展的主要方向之一。在能源增进型技术进步的假设前提下，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构建了劳动和能源效率内生化的新古典C-D生产函数。结合时变参数模型和卡尔曼滤波迭代估计等方法对北京市1981-2014年的短期和长期能源回弹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北京市短期能源回弹效应均值为149.29%，整体上处于逆反效应；长期能源回弹效应均值为79.21%，存在较强的部分回弹效应。从长期来看，北京市以能效改进为核心的节能减排政策是可行的，但要注意短期内由于城市经济规模扩张带来的能源回弹效应。最后，从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要素投入及要素价格改革方面提供了限制能源回弹效应的政策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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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nergy efficiency endogenesis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main directions in the research field of energy rebound effect. Under the hypothesis of energy enhancement technology progress, based on endogenous economic growth theory, the new classical C-D production function of labor and energy efficiency is constructed. Combining the time varying parameter model with Calman filter iterative estimation method, the short-term and long-term energy rebound effects of 1981-2014 in Beijing were analyzed. The study found that Beijing short-term energy rebound effect is 149.29%, the overall effect is in the reverse; Long term energy rebound effect is 79.21% and there is a strong part of the rebound effect. In the long run, Beijing energy efficiency improvement as the core of energy-saving emission reduction policy is feasible, but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energy rebound effect caused by the expansion of urban economy in the short term. Finally, from aspects of the technical innovation, industrial structure, factor inputs and factor price reform, it provides the polic ideas to limit the rebound effect of energy. Key words: C-D production; Time varying parameter model; Energy efficiency endogenesis;Rebound effect of energy
1  引言

在能源经济研究领域，能源回弹效应是当前研究的热点问题。学界公认能源回弹效应思想最先来源于Jevons所著的《煤炭问题》，指出传统节能思想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并不能一定会降低能源消费，从而达到节能减排的政策效果。其思想逻辑在于能源效率提高的同时伴随着广泛的技术进步，从而促进了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进而对能源消费产生了更大需求。此外，能源效率提高和技术进步会进一步降低能源消费成本，在两者共同作用下将引致能源消费增加，后来学者将这一现象称为“杰文斯悖论”。对于传统能源消费，一个重要后果就是环境污染和碳排放，而能源回弹效应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能源效率提高对减少能源消费的有效程度。因此，在资源环境硬约束的前提下，对能源回弹效应的准确测算对于推进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文献综述

化石能源消费的高速增长已经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能源回弹效应深入研究无疑对限制高能耗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提出新的政策思路和研究视角。随着“杰文斯悖论”思想的发酵，能源回弹效应的理论和经验研究逐渐丰富。从理论研究来看，无论是从微观还是宏观的视角对能源回弹效应的定义和类型都做出了非常丰富而有建设性的贡献（Khazzoom，1980；Brookes，1990；Berkhout，2000；Greening，2000；Saunders，2000和2008）[1-6]。Saunders(1992)首先将Khazzoom和Brookes关于能源效率改进和预期节能目标矛盾之间的讨论总结性地提出了著名的KB假说[7]。后来的学者沿着这一假说在不同的经济理论框架进行了深入探索，特别是随着计量经济学在理论和实际操作上的突破性发展，为能源回弹效应的经验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工具。接着Saunders(2008)对生产函数选择差异性对能源回弹效应测算结果的影响进行了细致而周密的讨论，其结论认为选择合适的生产函数对能源消费弹性的估计至关重要[3]。Orea等（2015)系统地总结了关于直接回弹效应的模型和估计技术方法，包括单方程模型、结构模型和离散或者连续模型，估计方法涉及到最小二乘和工具变量估计[8]。从国外已有的经验文献来看，能源回弹效应的存在似乎已经成了学界的共识，但基于研究方法和数据的限制各种能源回弹效应测算结果眼花缭乱，加之学者对能源回弹效应及能源效率本身定义还存在一定分歧，这必然导致各个学者研究结果的差异性较大（Sorrell，2008；Greening，2000；Filippini，2012等）[1,9,10]。

近年来，国内学者在继承国外已有的理论研究基础上对宏观能源回弹效应测算进行了有益尝试，主流经验文献几乎沿着以下三条研究思路展开。第一，基于CD生产函数对资本、劳动和能源产出弹性的估计再利用索罗余值法（SRA）对技术进步率进行测算（宋旭光，2011；黄纯灿，2013）[11-12]。第二，在技术进步率测算上，利用更为精确的数据包络分析（DEA）测算全要素生产率（TFP），从而将全要素生产率广义地等同于能源效率的改进，再将TFP代入能源回弹效应的公式进行评估（陈燕，2011；董梅，2015；赵楠；2013；李春发，2014；程云鹤，2013）[13-17]。第三，利用随机生产前沿函数（SFA）来估计前沿技术效率和相对前沿技术效率的变化，进而在此基础上对能源回弹效应进行研究（佟金萍，2015）[18]。当然，能源回弹效应的研究方法并不仅限于此，例如一些学者还在CGE模型、CES生产函数、LMDI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讨论了能源回弹效应（查冬兰，2010；胡秋阳，2014；肖序，2012；乔海曙，2014；王兆华，2014）[19-23]。

从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能源回弹效应研究的视角和范围在不断拓展和深入，就目前的研究而言，国内经验文献明显还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是对能源效率或技术进步率的测定还不够完善。从对能源回弹效应的定义可知对能源效率的准确衡量关系到能源回弹效应测算结果的可靠性，但无论是索罗余值法，数据包络分析还是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对能源效率的测算并不是想象中准确。这是因为，虽然随机前沿函数规避了数据包络分析和索罗余值法的一些缺陷，但本质上还是将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率等同于能源效率的改进，这种方法无法区分能源效率和其他要素利用效率，这可能会直接导致真正能源效率的高估。其次，能源效率和劳动供给内生化问题并未得到足够重视，理论研究认为如果假定能源效率外生将导致能源回弹效应测算结果偏差。最后，多数文献在生产函数或其他模型估计中没有动态反映资本、劳动和能源产出弹性，而对于历史纵深数据要素产出弹性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因此较多的经验文献与经济现实之间还有一定差距。本文尝试放松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借鉴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将劳动、能源效率内生化，利用时变参数模型动态估计资本、劳动和能源产出弹性，最后在此基础上以北京为样本探讨其短期和长期能源回弹效应的动态变化特征。

3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3.1能源效率内生化的C-D生产函数构建
根据Saunders（2008）[3]、邵帅（2013）[24]所设定的能源效率内生化CD生产函数来构建的理论模型为：

[image: image2.png]Y, = AKFLE (5E,)* %Py,



（1）
上式中Y为产出，用实际GDP表示；K为资本存量，利用单豪杰（2008）[27]的方法计算得到；L为劳动投入要素，采用年度就业的平均人数表示；E为能源消费量，采用实物单位万吨标准煤；α、β和1-α-β分别为资本、劳动和能源的理论产出弹性；δ为能源增进型技术进步，表示能源效率；μ为随机误差项；A为生产效率函数。同时根据干中学原理中技术与资本的函数设定形式，假设能源消费与效率之间存在以下函数关系：

[image: image4.png]DE;



（2）
式（2）中γ为能源效率对能源消费的弹性，D表示学习过程中提高能源效率的效率参数。将（2）式代入（1）式得：

[image: image6.wmf][image: image7.png]Y, = AKFLE (DEY M E)* 2Py,




(3)
这里进一步设定SK、SL、SE分别为资本、劳动
[image: image8.wmf]和能源对产出的弹性，PK、PL、PE为产出价格标准化为1的资本、劳动和能源的标准化价格。以资本长期可变区分短期和长期能源回弹效应，则在完全竞争市场下，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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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将（4）式和（2）式联立，可以得到以下系统方程：
[image: image12.png]¥, — AKFLEGE)*~F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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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求上述系统方程的雅克比矩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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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对（6）式隐函数求偏导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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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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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推导出在资本固定、能源可变状态下的短期能源回弹效应测算公式为：

[image: image17.png]1+(1—-a—B) (1+y)/{[1—-(1—-a—PB)1+Y)ISg)



(8)
在资本、劳动和能源投入长期可变条件下的能源长期回弹效应为：

[image: image19.png]1+(1-a-BPA+/Hl—-a—-B—(1—a—B)1+Y)]Sg)



(9)

为了估计α、β和γ，对式（3）两边做取对数处理可以转变为以下待估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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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上式中，[image: image23.png]=InA+(1—a—p)InD



，[image: image25.png]


。

传统固定参数估计方法无法刻画经济发展的动态变化，本文采用较为贴近经济现实的变参数估计模型进行估计，因此设置下列变参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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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其中扰动项[image: image29.png]


为不一定相互独立但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常数的正态分布。利用强有力Kalman滤波迭代估计（11）式参数，从而反映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变化关系。

3.2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选择北京市1980-2014年的相关变量样本数据，GDP数据利用1980年为基期的GDP平减指数进行处理，以消费物价因素的影响。由于对资本存量的准确估计直接关系到本文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因此借鉴单豪杰（2008）[27]、靖学青（2013）[25]、叶宗裕（2010）[26]的研究成果，1980-1992统一设定为5%，1993-2014不使用统一折旧率，而使用相应年份折旧额，这样更加符合经济现实，投资流量采用各年度的固定资产投资额，投资价格指数由于1991年前北京并没有公布相关数据，因此采用GDP评价指数代替。基础数据来源于相关年度的《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北京市统计年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和中宏经济数据库。

4  实证分析

4.1变量平稳性及协整检验

对于长时间序列数据而言，变量的平稳性和协整性能够说明变量间的经济意义，从而规避“伪回归”问题，因此利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和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分别对变量的平稳性和协整性进行了考察。表2报告了数据平稳性检验结果，检验形式中C表示带截距项，T为趋势项，最后数字为最优滞后期检验滞后期根据AIC和SC准则确定。可以看出，所有原始变量都为非平稳序列，但其一阶差分（D）序列均在1%水平显著性平稳，所有变量表现出高度显著的1阶单整序列特征，因此进行利用基于VAR模型的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进行协整检验，首先构建了相关变量的VAR模型，发现最优滞后期为滞后2期，因此选择滞后1期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在无协整关系原假设下，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根统计量均在5%水平拒绝原假设，在至少1个协整关系原假设下，迹检验和最大特征根检验均接受原假设，因此变量间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即资本、劳动、能源与经济产出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表1相关变量的平稳性检验报告

	变量
	检验形式
	ADF统计量
	1%临界值
	5%临界值
	检验结果

	lnY
	(C,T,1)
	-1.0722
	-3.6463
	-2.954
	非平稳

	lnE
	(C,T,2)
	-2.4316
	-4.2732
	-3.5577
	非平稳

	lnK
	(C,T,1)
	-3.5065
	-4.2627
	-3.5529
	非平稳

	lnL
	(C,T,2)
	-1.1695
	-4.2732
	-3.5577
	非平稳

	DlnY
	(C,0,0)
	-4.9242
	-3.6463
	-2.954
	平稳

	DlnE
	(C,0,0)
	-4.7026
	-3.6463
	-2.954
	平稳

	DlnK
	(C,0,2)
	-3.5596
	-3.6616
	-2.9604
	平稳

	DlnL
	(C,0,1)
	-4.4577
	-3.6537
	-2.9571
	平稳


表2  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
	原假设：
协整个数
	特征值
	迹统计量
	0.05
水平值
	最大特征
根统计量
	0.05
水平值

	None *
	0.8091
	83.3955
	54.079
	54.6558
	28.588

	At most 1
	0.3654
	28.7397
	35.1927
	15.0083
	22.2996

	At most 2
	0.2925
	13.7313
	20.2618
	11.4205
	15.8921

	At most 3
	0.0676
	2.31079
	9.1645
	2.3107
	9.1645


4.2时变参数模型估计

上文已经发现，资本、劳动、能源和产出之间的协整关系，进一步利用卡尔曼滤波算法对方程（7）进行估计，由于变参数模型反映了各个时期资本、劳动和能源对产出的弹性的动态变化，这里利用Eviews8.0只给出变参数模型最后一期的参数估计结果，见表3。

表3 时变参数模型最后一期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估计
	标准误
	z统计值
	概率P

	lnK
	0.637312
	0.012650
	50.38043
	0.0000

	lnL
	0.098101
	0.036545
	2.684374
	0.0073

	lnE
	0.801502
	0.034248
	23.40295
	0.0000

	C
	-5.49784
	0.978389
	-5.61927
	0.0000


从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达到0.999801，D.W.检验值为1.8356，表3同时显示所有变量z统计量均通过了1%水平检验，说明时变参数模型设定合理估计有效。此外还对模型残差稳定性进行了检验，发现在1%水平模型残差ADF统计量高度显著，这进一步说明了协整检验的稳定性，时变参数模型的估计结果较为可靠。为了更好地呈现不同时期参数估计的差异性，根据国民经济五年发展规划划分为不同时期，具体见表4。从结果来看，各个时期的资本产出弹性α均很大程度上大于劳动产出弹性β，这与多数文献研究的结论相同，即我国经济发展以投资拉动型为主，劳动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从长期趋势上来看，资本产出弹性α呈现不断下降的态势，劳动产出β则在“六五”到“九五”时期呈现上升趋势，之后则不断下降。这说明北京市的经济增长正在由要素投入拉动转逐步转变为技术拉动型增长转变。在看能源效率对能源消费的弹性γ值，除在“六五”时期为负外，其余时期的波动范围在1.55-2.54的范围内，说明因干中学效应存在使北京市能源效率一直有所改进。从波动趋势看，弹性γ“六五”到“八五”时期的波动幅度较大，其余时期都较为稳定。这可能是因为，在改革开放之前经历了较长时间的社会经济动荡，到“九五”时期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确定和完善，社会经济稳步发展。
表4 国民经济发展各个时期系数计算均值
	时期
	α
	β
	
[image: image30.wmf]j


	γ

	“六五”
	2.788947
	-0.029220
	-0.85926
	-0.253230

	“七五”
	1.234495
	0.075057
	0.331076
	1.556700

	“八五”
	0.677785
	0.104734
	0.762683
	2.543239

	“九五”
	0.627043
	0.110599
	0.799930
	2.050204

	“十五”
	0.658664
	0.099690
	0.782023
	2.236449

	“十一五”
	0.641124
	0.094457
	0.801188
	2.031600

	“十二五”
	0.632740
	0.092089
	0.810279
	1.946090


4.3能源回弹效应测算
从式（8）和式（9）的能源短期和长期回弹效应计算公式来看，不仅需要估计出资本产出弹性α、劳动产出弹性β和能源效率对能源消费的弹性γ，还需要计算实际生产过程中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真实弹性SE。设g为GDP实际增长率，e为能源消费E变动率，则SE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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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能源消费增长率、GDP实际增长率和SE变动趋势（%）
图1描绘了1981-2014年北京市能源消费、GDP产出和SE的长期变化趋势，可以看出能源消费增长率e与GDP增长率g的长期趋势较为吻合，说明能源消费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投入要素。1981-2014年间，能源消费和GDP的平均增长率分别约为3.8%和10.2%，从图中也可看出除了1981和1986年外，所有年份GDP增长率趋势线均在能源消费增长率趋势线之上，即GDP增长率高于能源消费增长率。同时除个别年份外，能源消费增长率和GDP增长率都为正，这说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成熟，经济规模的扩大直接带动了能源需求的扩张。这也直接决定了在现实经济中经济产出对能源消费的真实弹性在绝大多数份都为正，能源投入能够较为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图1可以清晰地看出两次金融危机对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带来的烙印，即在1997年和2008年，经济增速放缓，同时由于金融危机导致国内外市场需求萎缩，能源消费出现了负增长。

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基于能源回弹效应的大小，一般可以分为逆反效应又称回火效应、完全回弹效应、部分回弹效应、零回弹效应和超级节能状态(Orea，2015；丘海斌，2016等)。当回弹效应大于100%时，即为逆反效应，能源效率提高或技术进步而形成的能源节约被经济规模扩张或者能源成本下降所完全抵消，并导致能源消费量进一步增长。当能源回弹效应小于100%大于0时，即为部分回弹效应，还可以进一步将大于0小于50%的回弹效应称为弱回弹效应，在这种情况下，能源效率提升对降低能源消费起到一种积极作用，以技术进步为核心的能源效率提高对节能减排政策一定程度上有效。当能源回弹效应为0时，称为零回弹效应，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没有导致能源消费增加。当能源回弹效应为负时，称为超级节能状态，这种状态无疑于是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最为有利的状态，能源效率提升不对节约能源完全有效。进一步根据公式5和公式6测算北京市的短期和长期能源回弹效应，计算结果见表5。

表5 基于北京市1981-2014年长期和短期能源回弹效应测算结果（%）

	年份
	短期
	长期
	年份
	短期
	长期
	年份
	短期
	长期

	1981
	191.29
	69.29
	1996
	266.13
	74.47
	2011
	117.18
	96.88

	1982
	111.4
	74.81
	1997
	89.61
	101.62
	2012
	182.56
	85.29

	1983
	165.91
	-95.99
	1998
	162.14
	90.04
	2013
	-84.88
	133.87

	1984
	93.76
	106.83
	1999
	151.89
	90.96
	2014
	146.17
	91.37

	1985
	149.82
	-15.52
	2000
	202.02
	80.87
	“六五”
	142.43
	27.88

	1986
	135.65
	40.14
	2001
	130.34
	93.72
	“七五”
	109.69
	88.20

	1987
	94.99
	105.14
	2002
	167.37
	85.16
	“八五”
	159.37
	85.95

	1988
	93.19
	105.23
	2003
	165.39
	85.16
	“九五”
	174.36
	87.59

	1989
	104.72
	97.73
	2004
	216.17
	74.01
	“十五”
	175.79
	83.29

	1990
	119.89
	92.78
	2005
	199.69
	78.41
	“十一五”
	181.31
	84.24

	1991
	148.53
	85.38
	2006
	196.73
	80.14
	“十二五”
	90.25
	101.85

	1992
	134.41
	90.46
	2007
	187.64
	82.74
	前十年
	126.06
	58.04

	1993
	200.74
	76.32
	2008
	114.94
	97.09
	前二十年
	146.46
	72.40

	1994
	143.89
	90.75
	2009
	179.49
	84.84
	前三十年
	157.16
	76.19

	1995
	169.28
	86.84
	2010
	227.78
	76.39
	全样本
	149.29
	79.21


表5反应了北京市1981-2014年及各个国民经济发展时期的能源回弹效应。从短期能源回弹效应来看，可以明显看出北京市能源回弹效应在样本期整体上表现为逆反效应，大约70.58%样本的短期能源回弹效应均大于100%，只有2013年表现为超级节能状态，短期能源回弹效应为负（-84.88%），其余年份的能源回弹效应结果均大于50%，部分回弹效应表现较强。在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来看，“六五”时期的短期平均能源回弹效应约为142.43%，“七五”时期有所下降，达到109.96%，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即“七五”到“十一五”）短期能源回弹效应不断上升，到“十一五”期间短期能源回弹效应增长到181.31%，表现出较强了逆反效应。到“十二五”时期，短期能源回弹效应均值下降为90.25%，能源回弹效应从逆反效应转变为部分回弹，能效提升带来的节能效果有所改善，这可能是因为在“十二五”期间，北京市强化了节能减排政策，如大量搬迁高能耗、重污染的煤炭、石油和钢铁等企业，在“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制定了北京市“十二五”节能减排全民行动计划，从政府、企业和个人层面都制定了较为全面的减排措施。北京市作为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长（年均增长10.2%），城市规模和人口迅速扩张，在短期内能源效率改进带来的能源节约被快速的经济规模和人口扩张所“侵蚀”，从而未能达到预期的节能减排效果。

在长期内，资本、能源和劳动均可变的情况下，总体上北京市的长期能源回弹效应要低于对应年度的短期能源回弹效应。根据长期能源回弹效应的大小可以看出，北京市1981-2014年间76.47%的样本年份的长期回弹效应均大于0小于100%，说明从长期看北京市存在较为明显的部分回弹效应，同时其中除了1986年约为40.14%以外，所有年份的部分回弹效应都大于50%，表现出较强的部分回弹效应。再从具体年份看，长期能源回弹效应在1983和1985年为负，出现了超级节能状态，在“六五”时期长期能源回弹效应出现了剧烈波动，这可能是因为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社会发展还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前期的不稳定性，对能源消费和能源效率都产生了一定冲击效应。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七五”到“十一五”的长期平均回弹效应都较为稳定，约为85%左右，到第“十二五”期间，长期能源回弹效应与短期能源回弹效应变化趋势相反，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升态势，达到101.85%。这说明节能减排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能以短期效益为目标，必须综合考虑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对能源回弹效应的影响。

总得说来，北京市在样本期前十年的短期和长期回弹效应分别为126.06%和58.04%，前二十年的短期和长期能源回弹效应分别为146.06%和72.40%；前三十年的短期和长期能源回弹效应分别为157.16%和76.19%；1978-2013年短期和长期平均能源回弹效应分别为149.27%和79.21%。可见，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北京市的能源回弹效应有逐步上升的趋势，特别是短期能源回弹效应长期处于逆反效应状态，能源效率改进在短期内对能源回弹效应的作用较强。同时也应该看到，长期随着资本，劳动要素投入的调整，技术进步对能效改进带来的能源节约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但还有较大的节能潜力。从国外对发达国家能源回弹效应研究来看，发达国家的能源回弹效应一般都低于50%，因此必须重视目前较高的能源回弹效应现实，在提升能源效率的同时配合其他政策，形成多管齐下的政策组合才能有效限制能源回弹效应。

5  结论与建议

5.1结论

本文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通过构建资本、劳动和能源效率内生的CD生产函数，放松传统文献研究中关于规模报酬不变和技术外生的假设，基于1981-2014年的经验数据利用时变参数模型对北京市的短期和长期能源回弹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理论研究已经表明，能源回弹效应与资本产出弹性、劳动产出弹性和能源消费对能源效率的弹性密切相关，时变参数模型的估计结果认为北京市1981-2014年间，资本产出弹性整体上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但大于劳动产出弹性，这说明存在一定的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特性。同时劳动产出弹性和能源消费对能源效率的弹性在1981-1990年期间波动较大，之后趋于较为稳定的状态，其中β值在0.1左右，γ值约为2。这说明，北京市经济发展以投资型拉动为主，劳动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以能源增进型技术进步的能效改进一直存在，那么这种能效改进的技术进步极有可能带来较高的能源回弹效应。

（2）进一步利用相关统计数据，对真是经济产出对能源消费的效率SE以进行了计算，结果表明除个别年份外，北京市能源消费增长率均低于产出增长率，即SE值长期大于1甚至更高，能源要素投入表现出强烈的常规商品特征，这与我国经济现实是相符的。这说明长期以来，北京市能源要素投入得增加能够有效提升产出水平，能源利用较为有效率。

（3）从能源回弹效应测算结果来看，北京市短期回弹效率整体上大于100%，处于逆反效应状态，说明短期内由于城市经济规模扩张对能源消费带来的拉动效应已经超越了因能效改进带来的能源节约量，以能耗效率提升为核心的政策措施可能达不到预期的节能效果；但从长期来看，北京市长期能源回弹效应整体上小于100%大于50%，这意味着长期内能源效率改进对能源节约量大于因能源效率提升从而能源使用成本降低和经济产出增加导致的新一轮能源消费使用量的扩张程度。
5.2建议
（1）继续强化能源技术创新，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目前，一味强调通过能源效率改进来不一定会达到预期节能减排效果，但并不意味着不重视能源利用技术创新和能效改进，特别是当能效改进幅度大大高于经济规模或能源单位成本降低导致的能源消费增加程度时，能源效率改进在长期内对节约能源是有效的。因此，应该加强能源利用关键技术创新，使能源增进型技术进步有较大改进。同时加大新能源技术研发和使用推广，逐步强化清洁能源的使用力度。
（2）重视产业结构演变带来的能源消费在产业间的调整分化。由于能源技术进步，主要来自于生产部门，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北京市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已经成为能源消费主要行业，因此应该注重第三产业因经济迅速增长导致的能源消费激增问题。这就要求，一方面要针对服务行业制定较为全面的节能措施；另一方面要加大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使得能源效率改进能够通过产业融合发展外溢至相关产业。
（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逐渐调整高能耗和高投资的经济增长方式。能源回弹效应的大小，不仅跟能源效率相关，在长期内更与资本和劳动产出弹性密切相关，因此，应该优化投资结构和重视劳动产出，使资本、劳动和能源等要素投入形成协调可持续的局面，从而促进经济环境协调发展。
（4）深化要素价格改革，探寻能源成本和限制能源回弹效应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充分释放经济发展活力。众多的经验研究已经表明，要素价格扭曲对经济发展和能源回弹带来一系列的不利影响（何小刚，2015）[28]。无论是能源价格还是资本和劳动价格，现阶段都还存在一定范围的扭曲，一方面要素价格过高将对企业生产成本造成较大压力，这将不利于经济发展；但同时如果要素价格过低，这又不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特别是能源回弹效应的存在，这对经济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将造成巨大压力，因此寻找要素价格和能源回弹效应之间的平衡点是进一步探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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